
塑造党国之民：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
党旗、国旗的政治运用

　① 周　 游

　 　 摘　 要：党旗、国旗作为代表政党和国家的政治符号，具有凝聚人心和塑造认同的功用，也是政党和政府
进行权力运作与正当化自身统治的工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党旗、国旗都是国民党

的政治符号。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党旗、国旗进行规范，阐释党旗、国旗的象征意义以正当化自身

的统治，并利用国家机器将这些政治符号推广到全国，通过悬挂旗帜、“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党国仪式

和讲述旗帜意义及历史等方式，对人民进行身体上的规训和意识形态上的“洗脑”，希望人民通过认同这些政

治符号来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权。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国民党试图以党旗、国旗这些政

治符号来建构政治认同的效果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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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符号“是指那些在某种重要程度上运作于权力实践之中的符号”①。其功用在“刺激群众情绪，

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进而通过“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使政治符号成为“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

工具”②。党旗、国旗作为代表政党和国家的政治符号，具有凝聚人心和塑造认同的功用。由于在近代

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势力）的标识，国旗是塑造国家认同的象征，也常常是政权

（或政治力量）塑造政治认同的政治符号。这些问题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训政时期尤为明显。学

界对近代中国的党旗、国旗等政治符号在权力实践之中的运用已有相关讨论③，但对抗战前国民党以党

旗、国旗塑造党国认同以正当化自身统治的问题，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拟通过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旗、国旗的规范，象征意义的阐释和运用，考察国民党在进入训政阶段后，

如何利用党旗、国旗对人民进行身体规训和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教化，以建构人民对党国的认同。

一　 党旗、国旗的统一和规范

党旗、国旗是一个政党和国家的象征，旗帜的统一和规范不仅关乎政党和国家的形象，也有助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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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进行认同的建构。因此，在党旗、国旗制定后，政党和政府对旗帜的统一和规范都会非常重视。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各地就有规范旗帜的做法，由于彼时国民党尚未统一全国，因此，也未能在

全国范围内划一旗帜。当 １９２８年 ６月“京津易帜”，张学良主和，表示东北将“易帜”后，统一党旗、国旗也
被国民党重新提议。７月 １４日，张之江呈请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党旗、国旗旗式及大小比例①。张的提议
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后，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制旗帜尺度、式样、礼节和意义解释等项，

并提交“中执会”核议。１９２８年 １０月 ８日，“中常会”第 １７３ 次会议决定，参照之前党旗、国旗尺度表对
旗帜尺度比例进行修正，并通知各级党部遵照②。１０ 月 １２ 日，“中执会”将议决后之旗帜式样及尺度比
例函送国民政府，望通令全国划一党旗国旗③。至此，党旗、国旗旗式及大小比例在法规上得以统一。

党旗、国旗旗式和大小比例统一后，旗帜的规范还要不断落实。自民初始，民间对国旗的滥用就一

直存在，且屡禁不止。北伐时期国民党虽有规范党旗、国旗用法的努力，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间

滥用旗帜现象依然普遍。为规范旗帜使用，１９２８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党旗、国旗的使用、礼仪和制
作等草案，并由“中常会”及宣传部进行审查④。其中《党国旗使用条例草案》对悬旗、降半旗、旗帜收藏

和折叠等项有详细规定，还禁止党旗、国旗作为商标、装饰，禁止在上面涂写，更不许侮辱损毁⑤。为惩

处侮辱损毁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等行为，国民政府还制定了专门的法规⑥。在正式条例颁行前，相关

草案被附录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党旗与国旗》宣传册中，供人民遵照执行。⑦

在党旗、国旗相关草案审查期间，面对民间旗帜的滥用，国民党地方党部纷纷呈请上级党部转告中

央，尽快颁行正式的使用条例规范人民使用。如富阳“执委会”１９２９年给浙江省“执委会”的呈文中就痛
陈民间滥用党旗、国旗现象，希望“厘定规律，严于限制，以昭郑重”⑧。党旗、国旗滥用有损党国形象，也

不利国民党权威的塑造，促使国民政府加快了颁行正式条例的步伐。１９３１年 ７月 ２日，“中常会”第 １４８
次会议通过《党旗国旗之制造及使用办法》，代替之前的相关草案。⑨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旗帜的规范。１９３４年 ８月 ３０日，“中常会”第 １２３ 次
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党旗国旗制造使用条例》，添加了各级党部会同警察机关指导纠正旗帜使用的规

定瑏瑠。为统一管理旗帜制售，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中常会”第 １５９ 次会议通过《制售党国旗商店管理办
法》，增加制售旗帜商店须经政府核准的规定瑏瑡。１９３５年 １１月 ２０日，国民政府在沪组织成立“党国旗制
销总局”，统制统销全国党旗、国旗瑏瑢。之后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党国旗升降办法》、《处置破旧党国旗办

法》，对旗帜升降、破旧旗帜处置等问题进行规范。瑏瑣

在国民党的话语里，训政阶段党旗、国旗都是党国的象征，因此党旗、国旗也常常并悬，但党旗与国

旗并悬时谁先谁后却存在争议。两者的先后关系涉及国民党对旗帜象征的定位，以及对党治国家中国

家象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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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旗、国旗并悬时的位置，在国民党北伐时期，广州总政治部就曾规定按座位定，党旗在右国旗

在左①。该规定中党旗先于国旗，凸显党高于国，但并未通行全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虽

然统一了党旗、国旗旗式和大小比例，但两旗并悬时的位置却未统一。对两旗并悬时的位置问题，１９２８
年各级党部纷纷向中央训练部建言。这些建议大致分为两类：主张党旗在国旗之先者认为党旗历史先

于国旗，且本党主张以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是党之权力高于政府，则党旗之尊严亦应隆于国

旗”；主张国旗在党旗之先者认为国家起源久远，政党不过是国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政治集团，因

此必先有国而后有党②。对党旗、国旗并悬时的位置，两派纷陈己见，争论不休。按规定两旗位置之决

定先由中央训练部审议，再提交“中常会”议决。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党
旗居国旗之右，国旗居党旗之左③，示“先党后国之义”④。５ 月 ３ 日，国民政府将该规定转发全国各机
关，让统一遵照执行。⑤

党旗、国旗位置已定，但以何标准判断左右还存在问题，有人认为以观看者自身为准，有人认为以旗

帜自身为准⑥。古今国人对先后左右的主次标准不一，传统中国以左为上，现代惯例以右为尊，在那个

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有人对旗帜并悬时先后左右的所指不明了。浦江县训练部在给浙江省训练部的呈

文中就提出质疑：前次规定党旗居先国旗居后，本次又规定党旗居国旗之右国旗居党旗之左，两次规定

是否抵触？⑦

按照现代国际悬旗惯例，中央训练部两次规定并无矛盾，是地方党部理解有误。１９３０年 ５月 ３１日，
浙江省训练部将该呈文转给中央训练部。６ 月 １０ 日，中央训练部在复函中强调党旗、国旗悬挂次序并
无更改，党旗居先国旗居后系称呼顺序而言，党旗居国旗之右、国旗居党旗之左系悬挂位置而言，两案无

抵触，并告诫不得谬指中央“朝令暮改”⑧。７月 ２３日，中央训练部通令各省市训练部，请一律遵照，以昭
仪式统一，符党治之精神⑨。至此，党旗、国旗并悬时的位置问题得以确定。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两旗并

悬时党旗在国旗之先，这是训政时期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之间关系的体现，这种以党治国、党高于国的党

国关系也以国家（政党）象征的形式展现出来。

由于党旗、国旗经常并悬，为简便顺口，党旗、国旗也常被合称为“党国旗”或“国党旗”。对这种

混乱的称谓，国民党常山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在给浙江省“执委会”的呈文中就指出，在各种纪念会议

程中，有“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有“向国党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党国旗”和“国党

旗”称谓混乱不一，有失庄重威严，却无参照规章，请给予解释。省“执委会”将此问题上呈“中执会”

决定。“中执会”的答复是党旗、国旗连称时省去中间“旗”字，称“党国旗”，若保持全称，称“党旗国

旗”或“国旗党旗”皆可。书写时亦同瑏瑠。“中执会”的答复中表示可用“党国旗”，但没提到“国党旗”，

与前面在党旗国旗悬挂次序上的用意相似，都意在强调国民党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党国体制中先

党后国的意义。

实际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来自国民党党旗，带有强烈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具有以党治国的象征

意义。因此在训政阶段国旗如同党旗也具有政治教化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功用。这种功用在国民党对党

旗、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上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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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国旗党旗的位置左右应以何者为标准》，《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９年 ６月 １１日，第 ４张第 ２版。
《呈据浦江县训练部转请解释党国旗悬挂次序由》，《训练特刊》１９２９年第 ３期，第 ２５页。
　 《指令浙江省执行委员会训练部解释党国旗悬挂次序并无更改由》，《通令各省市训练部为党国旗悬挂之秩序由》，《中央训练

部部务汇刊》１９３０年第四集，第 ２７页；第 ２５页。
《关于党国旗称呼或书写之先后次序》，《中央党务月刊》１９３５年第 ７９期，第 １０５页。



二　 党旗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

旗帜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象征，人们也常常借用旗帜的颜色、式样和图案来表达自己的

信念或理想，①并赋予旗帜特殊的象征意义。党旗、国旗也是如此。１９０６年底同盟会商讨未来国旗式样
时，孙中山就仿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色旗，在青天白日旗的基础上创造出青白红三色旗，并赋予了该

旗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意义②。之后，国民党随着自身势力的扩张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不断赋予党

旗、国旗新的象征意义。

“革命建国”是国民党不断建构的政治神话，党旗、国旗也一度被建构为承载国民党“革命建国”历

史记忆的象征物。虽然自 １９０６年底孙中山制作国旗始，国民党就在各个时期不断强调国旗（党旗）的
历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但从清末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国民党处于“非法”、在野或割据状态，国

旗（党旗）的历史在宣传范围上也有限。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开始将国民党的意

识形态变成国家的意识形态，将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记忆变为中华民国建国记忆的一部分。这时

国旗（党旗）的历史故事也成为官方钦定的权威型故事③，党旗、国旗的历史和国民党“革命建国”历史的

关系也被以官方的权威形式确定下来。小野寺史郎也注意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与五色旗的最大差别

在于由官方来赋予其权威、历史和样式的解释④。权威的解释应有权威的文本。为纪念孙中山“奉安大

典”，１９２９年中央宣传部编印了《党旗和国旗》宣传册，系统建构了党旗、国旗的历史和象征意义，作为宣
传孙中山政治观点的丛刊之一⑤。这也是来自官方最全面的关于党旗、国旗历史和意义的文本。

对于党旗、国旗的价值，该宣传册强调“大部份不在其组成形体的物质，而在乎所附寄的中国国民

革命史和所象征的三民主义”⑥。旗帜中“所附寄的中国国民革命史”是指党旗、国旗承载有国民党“革

命建国”的历史，“所象征的三民主义”是指党旗、国旗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象征。对于前者，该宣传册

在叙述党旗、国旗历史的开篇就指出，党旗、国旗都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旗帜，因此党旗、国旗的历

史与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历史密不可分⑦。在对党旗、国旗历史的叙述中，该书详细讲述了“本党先

烈”陆皓东制作党旗、１９０６年同盟会制作国旗、国旗在清末历次起义中的运用、为国旗牺牲的无数革命
烈士、民初国旗之争、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再定国旗，以及 １９２４年国民党改组后确定党旗和国旗等党
旗、国旗的历史故事⑧。讲述这些党旗、国旗历史的用意，在以官方权威型叙述的形式，将国民党“革命

建国”的历史与党旗、国旗的历史连接在一起，使党旗、国旗成为承载国民党“革命建国”历史记忆的象

征物。

该宣传册在将党旗、国旗的历史与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绑定后，还对旗帜颜色、图案和式样的

象征意义进行重构和新解。对党旗中“青天白日”的象征意义，国民党表示：日光代表人生一切精神上

物质上幸福的源泉，在日光下人是自由平等的，正所谓“光明正照，自由平等”。国民党还以太阳为天体

的中心比拟三民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的中心。国民党对党旗象征意义的阐释，意在强调自身的历史使

命，即“领导中华民族率同全人类去为极乐世界而奋斗”⑨。国旗的红、青、白三色在自由、平等、博爱的

象征意义上，还被国民党分别赋予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新意，使国旗成为三民主义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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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智：《民元国旗之争》，《史学月刊》１９９８年第 １期，第 ４６页。
冯自由：《中华民国旗之历史》，载氏著《革命遗史》（上），北京：金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２６页。
参见 Ｒｏｇｅｒ Ｓｃｈａｎｋ，Ｇａｒｙ Ｓａｕｌ Ｍｏｒｓｏｎ，Ｔｅｌｌ Ｍｅ ａ Ｓｔｏｒ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ｐ．３０。
［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与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第 １８７页。
《中宣部招待各记者报告总理奉安宣传品》，《申报》１９２９年 ２月 １日，第 ８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党旗和

国旗》，第 １２８页。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党旗和国旗》，第 ８９页；第 ９页；第 ９—５６页；第 ５７—６１页。



态的象征。国民党还赋予党旗、国旗“以党治国”的象征意义，强调这也是 １９２４ 年制定党旗国旗式样的
用意①。被国民党重构后的党旗国旗的象征意义，正如该宣传册中所言“党旗总示解放人类之义，国旗

则显示革命的目的与方法。其所含意义，实尽括三民主义与革命方略”②。通过对党旗、国旗象征意义

的阐释，国民党将三民主义、以党治国等意识形态浓缩于党旗、国旗的象征意义之中，使党旗、国旗成为

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象征。

旗帜新意的赋予总与特殊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国旗又被国民党赋予

了更多新意。１９３５年 ７月 １５日，蒋介石在成都“孙中山扩大纪念周”演讲中，重点阐释了国旗意义与
“新生活运动”的要旨，蒋表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我们中华民族自黄帝以来，一脉相传的总生命的表

征，亦是我们中华民国自黄帝以来，列祖列宗，以及我们总理和一般革命先烈灵魂之所托，也就是我们四

万万同胞共同的信仰之所集，所以我们要尊敬祖先，爱护国家，就要尊敬国旗，爱护国旗，尊敬国旗爱护

国旗，就是尊敬祖先，爱护国家，我们一看到国旗，就等于看到我们的国家和祖先，以及自总理以下一般

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就要肃然起敬，奋然兴起，要在我们手里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我们祖先五千年来的

民族生命和文化，救起我们的国家，复兴我们的民族，使国旗永远飘扬于世界”。③

虽然国民党对国旗象征“中华民族”的提法在《党旗与国旗》宣传册中已有提及④，但那只是在国族

（或民族国家）象征的层面上谈爱旗爱国，并没有像上文中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追述和道统的建构。在蒋

介石这段讲话里，国旗的意义已不限于中华民国（或国民党政权）的象征，而是自黄帝以来中华民族五

千年“生命和文化”的象征。蒋介石将中国人的“祖先”（黄帝等）与孙中山、革命先烈和国民党进行连

接，赋予了国民党继承中华民族正统的合法性。这些国旗象征意义的扩大背后，是将国民党作为整个中

华民族正统的代表，其背后是在暗示国民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者和革命先烈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这与

国民党在政统上将孙中山建构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后连接“孙—蒋”，将蒋介石建构成为孙中山未

竟之业的继承者⑤；在道统上建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孙中山这个谱系⑥，有着相似的政

治暗示和用意，都意在建构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将国民党及其政权建构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谶纬是传统中国的儒家神学，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国民党也利用党旗、国旗的象征意义附会

谶纬之说，以示自身统治是顺天应人的“天命”所归。在 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北伐时，国民党就发明“明代”的
青天白日石刻，昭示北伐的正义性和必胜性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仍利用谶纬以证明其统治

的正当性。据汉口《中山日报》１９２８年 ５月 ２０日载，河南太康县有只母鸡下了一颗奇怪的蛋，鸡蛋中央
圆形凸起，圆边射出十二道光芒，与国旗图式几乎一样。在广东恩平，有人在市面购得一只螃蟹，煮熟后

蟹背显现“统一天下”四字。对这些民间流传，该作者指出：不能说是事实，但许多祥瑞都是民众心理的

表现，是民众希望的反映。作者表示民众谁不想在“青天白日”下快乐生活，谁不想早日脱离军政时期

实现“统一天下”的太平时期？与其说民众传播祥瑞是迷信，倒不如说是民众借祥瑞来表达自己的

祈望。⑧

三　 以党旗、国旗行党化及党国之民的塑造

作为意识形态很强的党旗、国旗，国民党对其政治教化、凝聚党心的功用是深知的，如在 １９２５ 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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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⑤

⑥

⑦

⑧

②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党旗和国旗》，第 ６７—７０页；第 ９３页；第 ８９—９３页。
蒋中正：《国旗意义与新运要旨———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在成都扩大纪念周演讲》，《中央周报》１９３５年第 ３７３期，第 ２页。
如国民党就曾利用国庆日纪念来连接“孙—蒋”，建构革命谱系，建构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参见拙作：《国

难与国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第 １７８—１８１页。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 ４ 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３２８—３２９页。
魏应麒：《青天白日石刻的发现及其它》，《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１９２９年第 ６卷第 ７２期，第 １５页。
振振：《青白的祥瑞》，《民国日报·觉悟》（上海）１９２８年 ９月 １６日，第 ３页。



月国民党浙江全体会议上，就决议以青天白日旗之“青白”二色以化国人，使国民党的主义印入国民心

脑①。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积极地将党旗、国旗作为传播党国意识形态、塑造党国之民的政

治符号，并努力将其推广到全国。国民党以党旗、国旗进行政治教化，一方面让人民悬挂党旗、国旗，将

党旗、国旗植入社会各个空间，将“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这种党国仪式植入到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议

程中，使人民在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时感受到“党国”的在场；一方面通过党旗、国旗教育，将含有党国

意识形态的党旗、国旗象征意义和历史灌输给人民，希望人民通过认同党旗、国旗来认同国民党的意识

形态及其政权。

在国民党北伐前，悬挂党旗、国旗和“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仪式主要见于国民党统治辖区内

和其主导的活动中。北伐开始后，国民党以武力为后盾，要求各地人民悬挂自己的旗帜，以示认同党治，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也随着国民党北伐飘扬全国，“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仪式也在范围上得到扩

展，但仍限于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仪式中。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开始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和对人民的规训，

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政治化，并悬党旗、国旗和“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党国仪式进入人民的日常

生活空间。国民党在 １９２８年拟定的《党国旗制造使用条例草案》中，就规定“任何团体或机关，均须设
备党国旗于会议厅礼堂及集会场所”②。１９３４ 年“中常会”修订的《党旗国旗制造使用条例》再次强调，
“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学校等均须悬挂党旗国旗于会议厅礼堂及集会场所之正面”③。学校是政治教

化的重点，各级公私立学校教室里都必须悬挂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各种毕业证、结业证上也印有这些

政治符号④。但是，对国民党以党旗、国旗进行党化的行为也有学校抵制，如胡适、马君武在中国公学长

校期间就提倡学术自由，反对党化，不设党义教程，不挂党旗、国旗，任何活动议程中不设“向党国旗及

总理遗像行礼”、恭读总理遗嘱等仪式⑤。对马君武的做法，上海国民党党部予以声讨和施压⑥。结果学

校校董会罢免了马君武中国公学校长一职。

城市的商户也被要求在节庆日一律悬挂标准的党旗、国旗。“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国民政府加强管

控，如 １９３５年上海市政府制定的悬旗办法中，就让公安局各分局随时检查市民悬旗情况，如有市民不购
买标准的党旗、国旗悬挂，对初犯者由该管辖分局传唤申斥，并将户主姓名报告公安局，再犯者由分局报

公安局予以处罚⑦。乡民也在被要求之列。据报道，１９３６ 年上海某区警所为推销党旗、国旗，派警员下
乡挨户强迫农民购买，并以拘罚威胁⑧。教会也在被党化行列，１９２８ 年中国青年会“纪念耶诞”拒悬国
旗，就遭到上海市党部的刁难⑨。娱乐场所也不能幸免，如各戏院被要求悬挂党旗、国旗瑏瑠，各影院放映

前被强行植入放映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等内容瑏瑡。即便是结婚这样的私人行为，也被要求悬挂党旗、

国旗和孙中山像于礼堂。瑏瑢

国民政府在将党旗、国旗植入各公私空间后，“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党国仪式也自然被植入

到各种活动的议程中，不论国家纪念日、官员宣示就职等政治活动的仪式中，还是学生集会、民间婚丧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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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之浙江全体会议》，《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５年 ７月 １０日，第 １张第 ４版。
《党国旗制造使用条例草案》（附录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党旗和国旗》，第 １００—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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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等非政治性的日常生活中，都安排有此种仪式①。添加这一仪式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重复的身体

行为，对人体记忆进行训练，加深人民的党国记忆②，进而塑造人民对党国的认同。

党旗、国旗教育也是政治教化的一种形式。明了党旗、国旗的历史、意义和礼节等被国民政府视为

人民的“义务”③，这意味着党旗、国旗教育也带有强制性。１９３３ 年蒋介石在南昌举行的“国庆纪念会”
演讲中，就强调教育界尤其小学教员，在开学第一天就要告诉学生国旗、党旗是总理和革命先烈灵魂的

寄托之处，对国旗、党旗敬礼，是因为总理和革命先烈的灵魂在上面。蒋介石表示“满地红”代表鲜血，

是先烈创造革命建立民国为国为民牺牲的血迹。蒋还强调要对学生讲爱旗爱国的意义，要培养爱国爱

党的学生④。蒋介石所讲的以党旗、国旗塑造人民的党国意识，其实是将党旗、国旗的官方解释讲给人

民，以建构他们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及其政权的认同。

正如蒋介石在讲话中强调，教育部门和教材编写者将党旗、国旗教育内容普遍植入教材中，如世界

书局 １９３３年发行的供初级小学第二年使用的《社会课本》，“党旗、国旗的认识和讲述”就被放在“公民
知识”第一项。在教授程序上，先让学生了解党旗、国旗旗式、意义及人民对其应有的态度等，然后由老

师讲解党旗、国旗制作的历史⑤。用于公民训练的小册子前两课内容都是以党旗、国旗来培养学生爱国

爱群的意识⑥。党旗教育的用意不必多说。国旗教育虽有塑造现代国民的目的，但国旗教育的内容却

以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建国”故事为主，这种教育内容的设置，表现出国旗教育仍具有党化教育

性质。

国民政府还通过其他途径宣传党旗、国旗意识形态，将党旗、国旗历史及意义编印成册发售就是一

种。１９２９年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党旗和国旗》宣传册，初版印 ５ 万多册分发海内外，后因各方不断索要
又多次再版⑦。每到国家纪念日举国悬旗之时，国民政府也借机编印党旗、国旗历史故事赠送或低价出

售，如 １９２９年国庆日上海特别市宣传部就编印《党国旗浅说》随《民国日报》附送。小册子分党旗、国旗
历史、意义、制造、使用和礼节五部分⑧。这种将国庆日举国悬旗与“识旗”的结合，更有利于党旗、国旗

意识形态的宣传。

演讲是近代中国常见的传播信息、进行民众启蒙和动员的一种方式，在各种群体集会中多设有演讲

环节。演讲也是传播党旗、国旗意识形态的一种途径。抗战前蒋介石多次以党旗、国旗作为演讲内容讲

述党旗国旗历史及意义⑨。政府官员和精英也如此。在 １９３６年元旦党旗、国旗制销总局成立开幕式上，
总局主席张子廉、中央宣传部代表潘公展都对党旗、国旗历史及意义进行了强调瑏瑠。甚至在上海劳动大

学附属医院的“总理纪念周”上，也有演讲国旗、党旗历史的内容。瑏瑡

国民政府还通过报刊传播党旗、国旗意识形态。现代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使携带党旗、国旗意

识形态的文本加倍复制，极大地促进了党旗、国旗意识形态的扩散。不论是官方发布的各种规范党

旗、国旗的文件，还是演讲者的讲稿、各种对旗帜意识形态介绍和阐释的文本，都会被报纸杂志刊载

并相互转发，让更多的人阅读知晓。有的报刊为照顾文化程度较低人群阅读，为文本加上注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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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１９３１ 年《民众旬刊》就摘录了《党旗与国旗》宣传册中“国旗的意义”和“党旗的意义”两篇，加注音
字母刊载。①

国民党通过国家机器和其他途径将党旗、国旗及其意识形态向全国推广，确实让更多民众了解到了

这些政治符号的式样及意义，也有很多人被“洗脑”，相信了这些意识形态，如有人就在诗歌里歌颂国旗

以示“党旗代表国”、“党国不分离”的象征意义②。在国民党的操纵下，这样的论述铺天盖地，充斥着各

种报刊媒介，对此，我不想多费笔墨。这里我主要谈谈不一样的声音和行为。

虽然国民党以国家权威赋予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旗的“身份”，但在一些人来看，国旗仍是国民

党旗帜。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罗尔纲，就认为党旗、国旗都是国民党的旗帜，对校长胡适抵制党化不

悬党旗、国旗的做法感到非常痛快③。对国民党以党旗为国旗的意图，陈嘉庚一语道破：“以为中华民国

是国民党造成，应将青天白日党旗为国旗，俾国民党功勋永存，政权亦可永操。”所以，他坚决反对④。因

此，对国民党强行要求悬挂党旗、国旗并将党旗、国旗植入社会各个空间的行为，是许多人无法认同的。

上文谈到胡适、马君武先后长校中国公学时都对这种党化的做法予以抵制。有些学校的做法就更为过

激。上海松江华阳桥小学一位校长直接将校园里的党旗、国旗撕毁，让学生读阅五色旗。自国民党北伐

以来，五色旗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反革命”的象征，学生教本里也不能出现“五色（国）旗”的字眼，因此该

校长的行为也被视为“反革命”。⑤

对国民党制定的国旗，也是许多政治力量和政治精英不能认同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虽

一度视国民党的旗帜为“革命”的象征⑥，但在国共合作破裂后立即将其视为“反革命”的象征⑦。这一

认知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达成才改变。中国青年党自国民党北伐“易帜”起，就坚决拥护象征

“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视青白红旗为“赤化”的象征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依然如此。如曾琦 １９３１ 年
提倡第四共和运动，仍坚称五色旗是“五族共和”的象征，青白红旗是“一党专政”的象征⑨。章太炎在清

末民初就认为三色旗是会党旗帜，坚决反对孙中山以党旗为国旗。国民党北伐“易帜”，章太炎以叛国

视之瑏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仍认为国民党废五色旗、立青白红旗是背叛民国瑏瑡。陈炯明一生拥护

五色旗，１９３３ 年在香港逝世时，灵柩前就竖着五色旗瑏瑢。对这些反对国民党党治的政党和人来说，以国
民党所谓的党旗、国旗塑造党国认同更无从谈起。

由于国民政府的控制范围主要在城市，无法有效控制广大乡村和边远地区，因此，除政府和教育机

构外，要求农民悬旗和向他们宣传旗帜意识形态就非常困难，如 １９３６ 年上海某区警所下乡强行要求农
民购买党旗、国旗，就因农民经济困难受阻瑏瑣。这还是经济富庶离政治中心较近的长三角地区，偏远乡

村可想而知。各级中小学虽被要求悬挂党旗、国旗，但因经费原因在经济落后地区悬挂党旗、国旗也不

易，如 １９３３年安徽省教育厅就因偏远乡镇小学经费有限，让各县暂从缓议瑏瑤。当然，党旗、国旗也进入到
乡村，如国民革命时期农会就悬有这些旗帜，但大多数农民对党旗、国旗的认识有限，有些地方会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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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作为求雨的工具①，也有的地方将国旗作为乡帜。②

结　 　 语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进入党国一体的训政阶段，试图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

背景下，党国符号和仪式也开始随着国民党对社会控制的加强而进入公共和私人空间。人民的日常生

活逐渐政治化。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党旗、国旗进行规范，对党旗、国旗的意义进行重构和新

解，并利用国家机器将这些政治符号推广到全国，通过悬挂旗帜、“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党国仪式

和讲述旗帜意义及历史等方式，对人民进行身体的规训和意识形态上的“洗脑”，希望人民通过认同这

些政治符号来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权。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的政党”③，在大陆时期

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府，也根本无法对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将党旗、国旗

推广到全国尤其是广大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也根本无法做到。而且，认同的建构不是单向的灌输、自说自

话或者暴力胁迫，认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和在心理层面上的认可，对政治和知识精英来说需要政治理念

上的认可，对政治力量而言需要利益上的趋同，对人民而言则需要给予必要的生存安全保障，这样才能

在最大程度上建构认同。显然，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国民党试图以党旗、国旗这些政治符号来建

构政治认同的效果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随着民主运动的推进，国民党被迫结束训政实施宪制“还政于民”，在国家象征上被迫

“去党国化”，党国符号和仪式也被移出非党务机关。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国民党“中执会”发布训令：除
国民党各级党部外，各级政府、民意机关、社会团体和各级学校只悬挂国旗及孙中山像，停止举行总理纪

念周和恭读总理遗嘱④。但是，国旗被赋予了强烈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国旗的历史与国民党“革命建国”

的历史被绑定在一起，使国旗塑造国家认同的效果减弱。虽然在一些中外冲突事件中，尤其是随着国难

日亟，国旗的民族主义意义会被凸显，但国旗象征中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却时隐时现，国民党也并未从国

旗的象征意义中剥离掉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其“革命建国”的历史。政党的象征与国家的象征仍混同

在一起，这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象征具有国家和政权（政治力量）的双重象征的共性所在。

（责任编辑　 孔令琴）

３２１

周游：塑造党国之民：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旗、国旗的政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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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总理纪念周及悬挂党国旗等办法》，《中央党务公报》１９４７年第 ９卷第 ４期，第 ２页。


